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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照旧交粮纳税 ”、“着佃交粮 ”和田凭 ,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照旧交粮
纳税 ”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 ,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 ,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期苏
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 ”与“招业收租 ”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 ”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
社会生产关系 ,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 ,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 ,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
义。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 ,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 ,不能作为深刻的
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 ,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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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交粮纳税 ”、“着佃交粮 ”和田凭 ,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罗尔纲先生高
度评价了“照旧交粮纳税 ”和“着佃交粮 ”政策 :“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因天京缺粮的紧急情
况 ,不得不采用‘照旧交粮纳税 ’措施。它根据具体的情况 ,顺应农民的愿望 ,先行‘着佃交粮 ’政策 ,一
反千余年我国田赋制度的常规 ,变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其后 ,随着形势的发展 ,进一步颁发田凭 ,宣布
凡佃农领凭后租田概做自产 ,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转移到佃农手中 ,使行‘着佃交粮 ’广大地区的佃农
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太平天国并没有颁布‘耕者有其田 ’政策 ,而在它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事实
上竟成为‘耕者有其田 ’了。”[ 1 ]809 - 810对田凭政策 ,罗氏做出如下区分 ,一为“专作为地主收租证明用
的 ”,一为“从‘着佃交粮 ’政策向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颁发的太平天国新土地证凭证 ”,两者“名同而
实异 ”。[ 1 ]806笔者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 ,对太平天国经济史的这三个特色政策做进一步研究。
一、“照旧交粮纳税 ”辨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 ,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 ,很自然采取的
社会经济政策。关于“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 ,有论者将之与《天朝田亩制度 》(以下简称《制度 》)相联系 ,
认为是因为“《制度 》的分田法因不具备施行的环境 ,而它的农村‘国库 ’制是不符合农民意愿的错误主
张 ,因而不能贯彻施行 ”,同时“1854年夏季时 ,天朝总圣库告匮 ,天京发生粮荒 ,亟需筹措军需与民粮 ”,
导致太平天国被迫实施“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 2 ]169 - 173这种说法将“照旧交粮纳税 ”与《制度 》相联系 ,略
显牵强。太平天国政权虽然制定《制度 》,并于 1853年 11月颁布之 ,但是并未对之广泛宣传 ,更无意推
行。太平天国贡役制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建立公正原则的农村政
治。而把天京粮荒问题与“照旧交粮纳税 ”相联系 ,也缺乏必然逻辑关系。在太平天国史上 ,因为粮荒
即总圣库危机引发政策改变的事 ,也曾在 1852年的永安发生过。太平军在永安半载 ,“粮草殆尽 ,红粉
亦无 ”, [ 3 ]484被迫于 1852年 4月 5日突围 ,以“寻求补给和喘息 ,在困境中杀出生存发展的出路 ”。[ 4 ]293既
然定都天京后发生粮食危机 ,太平天国决策层难道不可以效法永安突围的前例 ,全军继续战略转移 ,如
北伐燕都吗 ? 太平军如果单纯出于解决粮荒问题 ,完全可以放弃南京。而如果为了取得粮食等战略物
资 ,安徽和江西也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比南京更处长江下游的苏南浙江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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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 ”,应该认为是统治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渡 ,并
不需要经历《制度 》碰壁或总圣库危机这样的沉痛反思。因为定都前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流动的军事政
治团体 ,对沿途城镇据点只能随占随弃。一切军需给养 ,自然全部依赖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总圣库制




时形成一个以广西客家人贵族为特权集团的贡役制的社会结构。[ 5 ]在这一时期 ,太平军走州过府的行军
模式 ,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接触农村社会 ,更不可能实施农村政治。因此 ,永安突围后处于流动作战途中




条件的局限 ,而不可能实施《制度 》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 ,在太平军贵族集团缺乏行政经验的
情况下 ,沿袭清朝旧制 ,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 ,就变得十分现实。这是一个必然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 ”,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的产物。这一政策虽然直到 1854年夏才
以“本章 ”形式确定下来 ,但实际上早就随着西征的展开而逐步实施了。1853年 6月在赖汉英指挥的西
征军围攻南昌期间 ,就实施了“按亩征粮 ”的政策。邹树荣《蔼青诗草 》云 :“计亩征粮忧富室 (乡间计田
一石 ,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 ,分与无田者食 ,于是有田者多受累 )、得钱相搏快游民。吾村前后分三次
(吾家一回出谷五十余石 ,一回出谷三十余石 ,一回出谷二十石 ) ,此举难期苦乐均。”[ 6 ]赖汉英的政策虽
然仍然是征贡性质 ,但是已经具备了传统经济政策的某些特征。“计亩征粮 ”,即按照田地数量确定征
收标准 ,这符合传统经济政策中漕粮与田赋的特征。石达开 1853年 9月到安庆督理军民事务 ,“张伪
榜 ,假仁义 ,要结民心 ,网罗无赖充伪乡官 ,征租赋 ”。[ 7 ]“征租赋 ”政策 ,绝对是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 ,即
土地所有者向佃农收租 ,并向国家交纳赋税。在当时杨秀清僭主政治条件下 ,石达开的施政肯定是在得
到杨秀清的首肯后才得以推行的。这样 ,石达开主政安徽时的“征租赋 ”政策 ,已经可以认定是太平天
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的直接证据。至于 1854年夏的“本章 ”则是法律程序 ,旨在向天国辖区推
行。因为“建都天京 ,兵士日众 ,宜广积米粮 ,以充军储而裕国课 ”,又因为“安徽江西米粮广有 ”,所以太
平天国领导人才“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 ,照旧交粮纳税 ”。[ 8 ]意思是 ,太平天国确定天京为政治中心
后 ,将夺取全国政权作为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和军事任务 ,太平天国今后将以开拓疆土
和战略基地为主要任务。而“米粮广有 ”的安徽、江西占领区 ,正可满足“广积米粮 ,以充军储而裕国课 ”
的现实需要 ,所以天国要着手实施“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 ,迅速恢复地方行政 ,使之服务于太平天国农民
战争的需要。“建都天京 ”带来的战略任务转变是因 ,“安徽江西米粮广有 ”是客观条件 ,而“照旧交粮纳
税”是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由此可证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与《制度 》实在是毫无关涉 ,亦于天京粮荒













理成章了。[ 2 ]239 - 245
其实 ,太平军完全有条件在这时推进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既然封建势力已经在太平军的“打先锋 ”
军威下遭到沉重打击 ,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崩溃 ,而农民抗租斗争的热情又这样高涨 ,那太平军为什么不
采取更激进的社会变革 ,如平分土地 ,或至少立刻承认业主缺失状态下实种佃农的土地所有权 ,以争取
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呢 ? 但实际上 ,太平天国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却是“着佃交粮 ”与“招业收
租 ”并举的政策 ,而且“着佃交粮 ”因为没有在产权问题上做出明确确认 ,不仅带有临时应急的特点 ,在
理论上也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
首先 ,“着佃交粮 ”并未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 ,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相反 ,太平军
不过是对业主缺失状态下的土地实施“着佃交粮 ”,对业主在乡者仍然允许地主收租 ,甚至实行“招业收
租 ”,呼吁逃亡在外的业主回乡从事经济活动。对佃农的抗租行为 ,太平军在法律上加以明确反对 ,甚至
冠以“顽佃”恶名。这样 ,从性质上看 ,“着佃交粮 ”就与允许地主收租没有本质区别。土地所有权根本




天国苏州当局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 ,采取“着佃交粮 ”和“招业收租 ”并举政策。主持长州事务的珽
天安黄某出示 :“姑着各佃户 ,代完地漕 ,俟业户归来 ,照租额算找。其在乡业户 ,仍自行完纳 ,照旧收租 ,
不准抗霸。上年又经招业收租 ,并饬抚天侯徐 ,饬令各乡官设局照料 ,毋使归来业户 ,徒指望梅各在案。
乃因未定租额 ,致有五斗、二斗、颗粒无着者 ,苦乐不均 ,盖由佃户畏强欺弱 ,亦由乡官弹压不周。”[ 9 ]此
示精神有二 :其一 ,太平天国当局根本没有、也从未打算授予佃户对实种土地的所有权。此示题记为壬
戌十二年 (1862)九月十八日 ,斯时天国苏福省建政已经二年有余 ,仍然在强调佃户须完地租漕粮 ,不仅
说明该政策的临时代行性质 ,也说明天国并未有意在产权问题上让步。相反 ,太平军当局充分强调的仍
然是“招业收租 ”和“设局照料 ”。其二 ,天国当局把“苦乐不均 ”的责任完全推给佃户的所谓“畏强欺
弱 ”,并未支持佃户的抗租要求。当局或许认为 ,天国此时立政 ,以征粮办赋为急务 ,既已宣布“着佃交
粮 ”,明确佃户代业户完粮的义务 ,则佃户理应完成足额完粮纳赋的任务。而对于佃户一方而言 ,他们肯
定会为代业主完粮 ,却又不能取代业主产权而不满 ,故有意“畏强欺弱 ”,与天国当局周旋。面对如此复
杂的形势 ,天国当局只好在坚持肯定原业主产权和要求佃户代业主交租完粮的前提下 ,采取折中办理的
稳妥策略。珽天安黄某在考虑“本年入夏久雨 ,车水栽秧 ,米价昂骤。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 ,而应征正
杂款项 ,大率出于佃户代完 ”的情况下 ,决定以下列原则办理下忙及漕粮征收 :“还租自完田凭者 ,每亩
三斗二升 ;佃户代完者 ,每亩二斗五升 ,高区八折 ,以抒佃力而昭平允 ”,对代完地租漕粮的佃户有相当程
度的照顾 ;同时重申“如有顽佃抗还吞租 ,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 ,不顾穷佃力殚 ,亦许
该佃户据实指名 ,禀报来辕 ,以凭提究 ”的公正原则。[ 9 ]同月黄某的另一份札谕在重申上述细则的同时 ,
指示“乡官设局照料弹压 ”,目的是“使各业户均有租收 ,各佃户均无亏耗 ”。但这种理想的业佃互利格
局似乎很难实现。黄某在这份札谕中陈述了“在城业户星散寄居 ,上年归来收租 ,多半向隅空转 ;而各佃
户代业完纳各款 ,所垫已巨 ,且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 ”的现实 , [ 10 ]说明太平天国执政二年来 ,“招业收






局推行的表面上仍然是“着佃交粮 ”。咸丰十年 (1860)十一月“十三日 , (军帅汪 )到镇安民 ⋯⋯即谕着
办大漕。查造佃户细册呈送 ,不得隐瞒。着各旅帅严饬百长司马照佃起征 ⋯⋯二十日 ,设局太平庵 ,着
佃起征田赋 ”。[ 11 ]50但征收范围很广 ,不仅漕粮、地丁银按常例征收 ,“狄家坝新充里正 ,设局补粮 ,三斗加
一斗 ,下忙银一百六十 ,局费解费钱二百 ,每斗折钱三百 ”。[ 12 ]63又咸丰十一年 (1861)四月初七 ,“曹和卿
同拟各佃凑钱赔偿 ,并起事各图办上下忙银各三百 ,外加二百六十文以赔夏赋 ”[ 12 ]65 ,而且“伪帅 (钱桂
仁 )听旧书吏王某言 ,拟每亩办粮三斗、亩贴费钱二百十四 ,各乡官经理。余如门牌、船凭 ,亦须二千文 ,
统归各帅 ,生财之门颇多 ”。[ 12 ]51总之 ,“贼之征粮 ,十年之冬 ,花田每亩六七百文 ,稻田每亩三四斗 ,业户
不得收租。后一年加一年。至元年分 ,花田每亩加至二千余 ,稻田每亩加至一石余 ,又两忙征钱加至五
百余 ”。[ 13 ]341常熟的乡官局代收方式 ,在强调“着佃起征田赋 ”的同时 ,也希望尽可能做到“业户不得收
租 ”。这是常熟方式与苏州典型方式变通的地方。苏州也要求乡官局“设局照料 ”,但是所照料的恰恰
是“归来业户 ”。而在常熟 ,业主这一环节被人为蒸发了。
浙江绍兴佐将周文嘉于 1862年农历九月秋收时“张示征厘谷 ,约以三分归佃者 ,以三分许兵粮 ,以
四分归田主。田主收租 ,必领局票 ,票有费繁重 ”。[ 14 ]周文嘉的政策是根据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分两种方
式征收田赋 :一为业主缺失状态下的“着佃交粮 ”,一为允许田主领凭收租。可见 ,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和
浙江省 ,普遍实行的“着佃交粮 ”制 ,虽然具体方式有所差别 ,但总的精神是不变的 ,那就是“着佃交粮 ”
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也并不妨碍业主的收租。
其次 ,“着佃交粮 ”并未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认为“着佃交粮 ”满足农民利益要求的论者一般同意
以下两个命题 :一是太平军通过“着佃交粮 ”,事实上认可了佃农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 15 ]209 ;二是农民不
必再遭受地主的地租剥削 ,因而佃农十分欢迎这项政策。[ 2 ]261但是 ,和这些论者的愿望相反的是 ,太平军
唯一的政治目的是能够得到稳定的财赋收入 ,因此他们没有意识主动掀起一场社会经济变革 ,推行更有




里 ,有一部分相当于原来的地租 ,同时因为他们要代原来地主交纳田赋 ,因此赋税的另一部分应该相当
于原来地主要交纳给政府的田赋。这也正是太平天国实施“着佃交粮 ”的意义所在。因此决定佃农是




田 ,而应征正杂款项 ,大率出于佃户代完 ”的情况下 ,以“还租自完田凭者 ,每亩三斗二升 ,佃户代完者 ,
每亩二斗五升 ,高区八折 ,以抒佃力而昭平允 ”的原则 ,给代完地漕的佃户一定的照顾。这已经十分理
想。常熟实行的由乡官局代收地租完粮的政策 ,则无论业主还是佃农 ,情况都不乐观。关于洞港镇的记
载比较详细 :“见绅董军监收租米 ,朱局纷嚣 ,定每石收九成 ,其佃户已完下忙银者收七折二 ,加费钱一百
十四 ,除粮三斗二升 ,局费一斗 ,田凭一斗 ,委员监督费一斗 ,业主约归一斗 ,出帐房挂号钱二十 ;自业者
完粮 ,连费五斗二升 ,又钱一百十四 ”。[ 12 ]80除去各项杂费 ,该地“着佃交粮 ”下的佃农在完下忙银后仍需
交纳租米的百分之七十 ,还要代原业主交纳田凭费 ,租米还包括名义上的业主收入。但从“自业者完
粮 ”和佃户缴纳田凭费看 ,该地还是允许领凭收租完粮的。从实际负担看 ,佃农粮、局费、田凭、委员费和
原业主应得各项 ,总额达七斗二升 ,即便七折二 ,也在五斗左右 ,而自业者连费才五斗二升 ,且业、佃各类




业佃 ,实际负担都很沉重。业户方面 ,“二年无租 ,饿死不少 ,幸而降价鬻田佃户 ,十得二三 ,何以延命 ”。
绅士龚又村准备“特拟禀稿请照金匮、长洲、昆新例 ,准业主收租 ,与同人商酌 ,或动公呈 ,俾批示遵行 ,则
业主不绝生命耳。惜现定粮重 ,再加民租已复全额 ,而明年上下忙仍无着落 ”。[ 12 ]114看来苏州样式对常
熟业户是有吸引力的。佃户方面 ,既未获得片纸产权 ,却又继承一切原业主负担 ,怨气自然极大。他们
自发行动起来 ,抗议乡官局的勒索。“乡官局欲兼收租粮 ,农民不服 ,汹汹欲结党打局 ,后出伪示 ,只收粮
饷”。许多地方的收租局难以建立起来。咸丰十一年 (1861)“二三月间 ,钱华卿、曹和卿等创收租之说 ,
各处设立伪局 ,按图代收 ,令业户到局自取。旋于四月中 ,吴塔、下查家浜之伪局 ,被居民黑夜打散 ,伪董
事及帮局者皆潜逃 ,其事遂止 ”。[ 13 ]352常熟地区的抗租斗争在清朝统治时期就十分蓬勃 ,太平天国时代
仍然延续 ,这至少说明太平军并未真正解决好地方行政腐败这个社会经济痼疾问题。常熟以乡官局代
收地租粮米的政策 ,由于乡官局基本排斥业主自行收租交粮的权利 ,加之太平军更关心乡官们的经济实
绩 ,而对他们政策的社会效果 ,或无可奈何 ,或听任放纵 ,自然监督不力 ,当然就无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
在这种制度下 ,无论是被剥夺收租权利的业主 ,还是变相负担了原业主负担的佃农 ,其境遇都没有向好
的方向转化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这说明即便在地主存在的条件下太平军也有可能实现“着佃交
粮 ”,这是因为太平军意识到佃农的抗租意识有可能借助他们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增强 ,因此太平军或者
在法律上明令保护地主收租 ,或者抛开地主直接“着佃交粮 ”。这更可证明“着佃交粮 ”毫无社会经济
变革意义可言。
绍兴佐将周文嘉 1862年农历九月的“着佃交粮 ”,则更直观地揭示了“着佃交粮 ”的内部结构关系。
其具体份额为“约以三分归佃者 ,以三分许兵粮 ,以四分归田主 ”。[ 14 ]斯时苏福省和浙江嘉兴实施“着佃
交粮 ”已有二年 ,这应该是周文嘉汲取天国近年执政经验的结果。其总收入中分为佃农、兵粮和田主收
入 ,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佃农只保有三成 ,他要把收入的大部分上缴给太平军。上缴部分 ,一部分名义
上归田主 ,一部分则直接做太平军的军费“兵粮 ”。名义上归田主的部分 ,因为田主缺失 ,实际上也归太
平军当局支配。这样佃农在“着佃交粮 ”情况下 ,除了必须替田主承担义务田赋外 ,还不得不把名义上
交纳给田主的地租也缴纳给太平军。由是观之 ,佃农的赋税比原来的田主至少不会减少。而绍兴太平
军通过“着佃交粮 ”不仅征收到原来法定的田赋 ,而且借为田主收租 ,多收取了原来佃农缴纳给田主的
地租分额。可见在“着佃交粮 ”下 ,佃农的负担至少不会减轻。周文嘉虽然也允许田主收租 ,但实际上
这些业主除了要被迫向乡官局支付高昂局费外 ,佃农也不会轻易交租给他们。田主范城 1861年冬“向




忠王李秀成发给花户陈金荣的田凭 ,准他“每年遵照天朝定制 ,完纳米银不得违误 ”,并保证“如有争讼
霸占一切情事 ,准该花户禀请究治 ”。[ 17 ]139李秀成对田凭政策的重视可在“勋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
民务汪宏建钧谕 ”引用的忠王瑞谕中得以体现 :“本藩胞与为怀 ,时以恤民为念。因思田凭上忙、海塘各
款 ,均关紧要 ,本难推诿迟误。但查本年虽丰 ,蚕桑久旺 ,若令一律呈缴 ,势难兼顾 ,且近年米价昂桂 ,民
力未抒 ,殊堪悯恻。若不量为变通 ,甚非加惠黎元之道。今酌议仍责成各佐将 ,先办田凭 ,次征上忙 ,再
追海塘经费。次第举行 ,以抒民力 ,并勒限完纳蒂欠。”[ 18 ]







田凭和花户陈金荣田凭两件文物由忠王直接颁发 [ 19 ]12, 14 ,水师主将冀天义程某发给吴江花户潘叙奎的





所有权的土地政策。[ 20 ]347即便如此 ,太平天国政权以自己的田凭取代清朝的田凭 ,使原土地所有者必须
服务于太平天国新王朝 ,这种对土地所有权的确认 ,在不能推行激进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 ,无疑
是最符合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 ,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又有论者称田凭政策仅仅“可以视为一个
创造 ,但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举。因为太平天国颁发田凭首先是为了招业主收租 ,不是前进措施 ”,并举
证 :“从常熟地区的记载看 ,太平天国的田凭首先是发给地主的 ,后来才发给了自耕农。”[ 21 ]220其实 ,是先
发给地主还是自耕农并不重要 ,关键是田凭是发给业主还是业主缺失状态下的实种佃农。太平天国既
然无意推行激进的土地关系变革 ,因此在法律上通过田凭政策承认政治上归顺臣服的业主的土地所有
权 ,是强制他们纳入太平天国政治体系 ,确定他们对天国承担义务的合理措施 ,不仅应该视为创造和创
举 ,更应该看作是比“着佃交粮 ”更合乎良性政治轨道的措施 ,当然可算作前进措施。该论者显然忽视
了田凭政策的政治意义。特别是该论者自己也注意到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招之汲汲 ”之所以“应者
寥寥 ”,是由于业主们在佃农抗租斗争高涨时期“报田领凭之后 ,向农民收租很困难 ,租额还要受到农民
政权的限制 ,经济上无利可图 ,反要赔累 ;在政治上 ,要向农民政权表示归顺投降受太平天国支配 ,他们
也是不甘心的 ”。[ 21 ]221这正说明太平天国田凭政策的政治意义 ,使他们骑墙观望于太、清之间的企图难
以实现。因为他们“明知租之必不能收 ,而深虑贼之知为业户而加害不休也 ”[ 13 ]352。李秀成的田凭政策
比杨秀清时期的“照旧交粮纳税 ”,有更明确的责任义务关系。在保留了原有业佃关系的前提下 ,太平
天国当局实际上处于仲裁者的角色 :一方面强调“向来地丁、漕粮、田捐、税契无一不由业户自行完纳。
每遇水旱借种、借资 ,业户、佃户情同一室 ,彼此相顾 ”的业佃共生关系 ,另一方面也保持“如有顽佃抗还
吞租 ,许即送局比追 ,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 ,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 ,禀报来辕 ,以凭提究 ,
当以玩视民寞治罪 ”的公正态度 , [ 9 ]对太平天国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恢复社会生产意义重大。
正是由于田凭政策具有如此显著政治意义 ,才使得部分想借太平军势力谋取私利的乡官竭力阻挠
田凭政策的推行 ,试图模糊业佃共生关系。常熟的乡官局就试图这样做。常熟当局曾试图推行田凭政
策。咸丰十年 (1860)“九月 ,贼目出示 ,着师旅帅重造田册 ,注明自租名目 ,招业认田 ,开呈佃户田亩细
数 ,每亩先缴米一斗 ,即给田凭 ,准其收租 ”,又要“耕种自田领凭 ,每亩米五升折钱一百二十五文 ,着旅
帅必要催领 ”, [ 11 ]55同时以“长毛告示 ,不领凭收租者 ,其田充公 ”警告。为贯彻田凭政策 ,太平军厉行查
田 ,“各处田亩要每丘插旗细查 ,各要不能隐匿 ”。但效果并不好 ,因为“长毛查田插旗 ,一日不过数十
亩 ,而且不能各段同查 ,只在一图 ,尚未完毕。余长毛俱吊在外 ,无多几人 ,聊以应酬而已 ”。[ 22 ]太平军施
政的虎头蛇尾和缺乏经验给了乡官局变通的机会。在当局要求“业户呈田数给凭 ,方准收租。每亩出田
凭费六十 ,又欲呈田契钤印图取税银 ”时 ,被“曹和卿劝止。现设公局于西庄存仁堂 ,议各乡租米归粮局
代收 ,其盐务则报各乡着军师帅销卖 ,领价每斤十八 ,捐难民局二文 ,钱帅归四文 ,各局赚四文 ,定价二十
八 ”。[ 12 ]73可见 ,田凭政策在曹和卿等地主绅士的“劝止 ”下没有成功推广。他们为了实现由公局代收各
乡租米的制度 ,利用太平军当局以征粮为要务的心理 ,把领凭收租变通为公局代收 ,利用自己对地方行





只有 1862年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 ,才真正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涵义。“ (正月 )二十七日 ,伪




策是对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的发展。钟志成是在 1862年初开始颁发田凭的 ,这之前的一年多 ,“着佃
交粮 ”肯定也在实施 ,实际情况怎样很难确定 ,因此钟志成到底为什么承认了佃户对实种土地的所有权
便模糊不清。有论者认为“着佃交粮 ”必然会过渡到颁发田凭 ,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因为目前向业主
缺失状态下的佃农颁发田凭的史料根据只有钟志成一例 ,且钟氏并非太平军贵族 ,而是乡官 ,他的施政
不具有普遍性 ,不代表苏福省太平天国当局的基本施政原则和方向。相反大量史料表明 ,太平天国当局
仅仅把田凭发给原业主 ,作为他们收租完粮的法律依据 ;对“着佃交粮 ”的佃农 ,仅仅向他们强调他们代
原业主完粮的义务。至于史料中这些佃农代交田凭费的记载 ,则更说明他们并未实际领到田凭。
综上所述 ,从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到后期的“着佃交粮 ”和颁发田凭 ,太平天国起义者逐步深化
着自己对农村政治的认识和实践。“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 ,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
治方式的转变 ,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 ,与《天朝田亩制度 》的实施条件与否以及天京粮荒没有必
然逻辑关系。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 ”与“招业收租 ”并举的政策。“着佃交
粮 ”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 ,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 ,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 ,
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太平天国当局颁发田凭 ,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
经济政策 ,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但即便如此 ,仍然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
用 ,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只有 1862年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 ,才真正具有
了土地革命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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